
从
“
抑商

”
到

“
重商

”
观念的转变

— 龚自珍
、

魏源
、

王韬
、

郑观应经济思想个案简析

申 满 秀

鸦片战争后
,

列强的大炮轰开 中国闭关自守大门的同时
,

也唤起了中国有识之士对祖国命

运的关注
。

他们开始反思传统社会的弊端
,

并把 目光转向外部世界
,

致使当时的士林思想发生

了剧变
。

首先变化的就是传统的以重农抑商为核 心的
、

以本末
、

义利
、

奢俭等封建伦理道德 为

补充的经济思想
。

但从
“

抑商
”

到
“

重商
”

的转变历程
,

充满 曲折和反复
。

本文试图从近代几位

著名人物的思想变化
,

粗略地勾画出这一转变轨迹
。

鸦片战争前后
,

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开始摆脱汉学和宋学 的束缚
,

提倡经世致用之学
,

此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龚自珍
。

龚自珍在猛烈抨击社会现实的同时
,

极力要求
“

更法
” 、

改制
、

实行摆脱
“

厄运
”
困境的

“

自改

革
’ ,

①
。

其 中的经济改革主张是
,

要消除
“

贫富不相齐
”
的现象

,

须尽快解决 日益严重的流民问

题
。

在 (平均篇》
、

《宗农》等文章 中
,

他深刻揭示 了造成
“

贫富不相齐
”

的原因是土地兼并的 日益

严重
,

并进而指出
,

如果
“

贫富不相齐
”

长期得不到解决就会使
“

不祥之气
,

郁于天地之间
,

郁之

久乃发为兵隧
,

为疫厉
,

生 民憔类
,

靡有孑遗
,

… … 小不相齐
,

渐之大不相齐 ;大不相齐
,

即至丧

天下
” ②

。

为解决这一迫在眉睫的矛盾
,

他提 出了
“

宗农
”

的主张
。

龚 自珍的
“

宗农
” ,

并非
“

平均

主义
” ,

而是
“

贫富齐之 以礼
” ,

即按封建等级来规定贫富之差
,

用家族宗法的社会组织形式
,

重

新调节土地分配③
。

即按宗法地位
,

将社会成员划分为
“

大宗
” 、 “

小宗
” 、 “

群宗
” 、 “

闲民
”

四个等

级
,

凡为农者均有 田亩
,

由长子继承
,

立为
“

大宗
” ;次子为

“

小宗
” ,

别请 田二十五亩
“

给小宗
” ;第

三
、

第 四 以及次之次子为群宗
,

也
“

别请田二十五亩
” ;第五子以下以及群宗之次子以下则为

“

闲

民
” ,

不授 田
,

世代为佃
。

其中
,

大宗
“

役佃五
” ,

小宗
“

役佃一
” , “

佃同姓不足
,

取诸异姓
” ④

。

这套主张
,

是把龚氏之前的许多人指出的人民不能谋生
,

就会造成社会动乱及产生动乱的

诸多原因抽象为一个根本原因—
“

贫富大不相齐
” ,

并将造成
“

大不相齐
”

的原因归咎于商业
,

把矛头指向了大商人
。

他心 目中的商业是以经营
“

服妖
”

(奇装异服 )
, “

食妖
”

(鸦片 )
, “

玩好妖
”

(奇技淫巧 )等店铺

为代表
,

还包括卖官
、

卖淫和欺世盗名等行为在 内
。

这等于把商品经济看成是国民经济的有害

部门
。

他把大商人称为
“

魁
” 、 “

袅
” ,

说这些人
“

其心 皆欲并十家
、

五家之财而有之
” ,

是兼并势力

的主要代表
,

并认为 由于他们的兼并活动
,

才使得社会上出现 了富人和穷人的差别
。
⑤

`

龚氏还专门设计 了限制商品流通的方案
: “ 百家之城

,

有银百两 ;十家之市
,

有钱十婚 ;三家

五家之堡
,

终身毋 口畜泉货可也
’ ,

⑥
。

他还设想
,

如此行之三十年
, “

富民所吝惜
,

非货焉 ;贫民

欲羡怨叹
,

非货焉
” ,

经商者将
“

退而役南亩
” 。

由于大家不再追求货币财富
,

天下也就不再
“

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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扰贫与富之名
” ⑦了

。

正是这种排斥商品经济的思想
,

在对外贸易问题上
,

他主张只在广东
“
留夷馆一所

,

为互市

之栖止
” ,

尽量缩小对外贸易范围
。

他认为
, “

中国与夷人互市
,

大 利在其米
,

此外皆末也
’ ,

⑧ 。

他以为只许洋米进 口
,

进 口 商品就少
,

对外贸易就会顺差
,

白银就不会外流
。

基于这种狭隘的

贸易观
,

他对西方的机器工业产品采取排斥态度
。

当时社会上确实存在商人的兼并现象
,

但由此而否定整个商业的积极作用
,

反对商品经济

的发展
,

只看到商人兼并而看不到地主兼并
,

显然是错误的
。

龚自珍的理想社会
,

仍然以自然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
,

农业为最主要的经济部门
,

商业只

占非常次要的地位
。

龚氏这种尽量缩小商业规模
、

限制货币的作用的主张
,

实际上是把传统的

抑商思想引向极端
。

在 自然经济迅速向商品经济过渡的世界大势下
,

龚氏
“
抑商论

”

是违背历

史发展方向的
。

龚自珍这个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进步思想家
,

其
“

讥切时政
”

拉开了近代变革思想的帷幕
,

但为什么他的经济改革却逆历史潮流而动呢 ?

我认为
,

龚自珍生活的主要时期是在鸦片战争前
,

自幼饱受儒学熏陶
,

长期生活于封闭式

的 自然经济 占统治地位的农业社会
,

对欧美 的变化及世界潮流一无所知
,

尽管他
“

讥切时政
,

抵

诽专制
”

的时文使人
“

若受电热
” ,

但他主要是想使清王朝
“

振刷纲纪
,

弘扬圣武
,

建立四夷来王
”

的一统天下
。

所以其经济改革主张
,

只能在传统的封建的 自然经济的硬壳内盘桓辗转
,

这是龚

氏的局限
,

也是当时许多具有变革意识的进步士人的共同局限
。

鸦片战争爆发后
,

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开始渗人中国东南沿海部分地区
,

使自给自足的小农

经济受到冲击
,

同时也使部分 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
,

了解西方
,

学习西方
,

此时期具有代表性

的人物是魏源
。

魏源不仅提出了
“

师夷之长技 以制夷
”

的 口号
,

还提倡
“

崇利
”

哲学
,

为冲破
“

抑商
”

的藩篱首

开门径
。

首先
,

他把
“
王道

”

和
“
富强

”

结合起来
,

他说
: “

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
,

无不富强之王道
。

王

伯之分
,

在其心不在其迹也
’ ,
⑨ 。

把
“

富强
”

作为儒家政治思想
“

王道
”

所必需的实际内容
,

并抨

击了当时儒家末流空谈仁义
、

王道的学风
。

其次
,

把
“

利
”

与
“

仁
”

并列
,

认为
“

利
”

与
“

仁
”

都是儒家的核心内容
。

他说
: “ 圣人利

、

命
、

仁之

教
,

不谆谆于 《诗》
、

《书》
、

《礼》
,

而独谆谆于《易》
。

《易 》其言利
、

言命
、

言仁之书乎?
`

济川
’ , `

枚

住
’ , `

建候
’ , `

行师
’ , `

取女
’ , `

见大 人
’ ,

易 为不 言其 当行不 当行
,

而屑屑然惟 利不 利是诏 ?

……世疑天人之不合一久矣
,

惟举天下是非
、

减否
、

得失一决之于利不利
,

而后天与人和
” L 。

这种对儒学新的设释
,

无疑对传统儒学是一个冲击
。

再次
,

他首先提出了治国必须依靠富民的主张
。

他说
: “

使人不暇顾廉耻
,

则国必衰 ;使人

不敢顾家业
,

则国必亡
。

… … (周官》保富之法
,

诚 以富 民为一方之元气
,

公家有大征发
,

大徒役

皆倚赖焉
,

大兵癸
、

大饥懂 皆仰给焉
。

… …故土无富户则国贫
,

土无 中产则国危
,

至下户流亡而

国非其国矣
’ ,

⑧
。

他特别推崇依靠
“

无田之富民
” 。

他说
: “ 有田而富者

,

岁输租税
,

供摇役
,

事事

受制于官
,

一遇饥荒
,

束手待尽 ;非若无 田富 民
,

逐什一之利
,

转贩四方
,

无赋敛摇役
,

无官吏挟

制
,

即有与民争利之桑 (弘羊 )
、

孔 (仅 )
,

能分其利而不能破其家也
’ ,

L
。

抒发了他对 自由贸易理

想的憧憬之情
。

从
“

抑商
”

到
“
重商

”

观念的转变



最后
,

他还一反崇俭禁奢的传统美德
,

倡导崇奢
。

他说
: “

俭
,

美德也 ;禁奢崇俭
,

美政也 ;然

可以励上
,

不可 以律下 ;可以训贫
,

不可以规富
。

… …车马之驱驰
,

衣裳之 曳娄
,

酒食鼓瑟之愉

乐
,

皆巨室
,

贫民可以通工易事
,

泽及三族
’ ,
。 。

在他看来
,

富民的奢侈消费是贫民的衣食之源
,

是两者活动的交换
。

魏源虽倡导崇利哲学
,

但对如何学习西方的经济制度
、

发展商业的问题却只字未提
。

他虽

有一些
“

议行海运
,

改革弊政
”
的主张

,

如认为在海运的方法上可雇商船代运
,

以商运代替官运
,

以商道为运道
,

甚至提出
: “

沿海商民
,

有 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
,

或自用
,

或 出售者听之
” 。 的

见解
,

但这种对商人利益的肯定态度仍未脱离封建的
“

惠商
”
主义的案臼

。

他虽也认识到西方

列强
“

兵贾相资
,

遂雄岛夷
” 。 的现状

,

但他的思想深处还是传统 的儒学观 点
。

魏源在 《国朝古
文类钞序》中就认为

“

《六经 )为文章的辰极
” ,

也
“
不轻言变法

” ,

主张
: “

惟去法外之弊
,

弊去
,

而

法又复其初矣
’ ,
L 。

他虽发 出
“

师夷之长技以制夷
”
的千古绝唱

,

但他不 曾想过要从根本上改变

封建经济制度
,

只是企图为挽救民族危机寻找一条出路
,

即对外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以抵御外

侮 ;对 内
,

发挥商人的积极性以除积弊
。

总之
,

魏源的经济改革主张尚未突破传统思想的藩篱
。

第二次鸦片战争后
,

列强加大了对中国的商品倾销
, “
18 94 年 比 18 64 年增加 了两倍半

,

而

同期 中国的出口商品却只增加了 1
.

6 倍
” @

。

由于接触到较多的资本主义实际
, “

自强
”

遂成为

朝野越来越多人的呼声
。

还有人提出了学 习西方的主张
,

并把
“

师夷之长技
”

推进到了学习西

方的经济制度的更深层次上
。

此时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王韬
、

薛福成
、

马建忠
、

郑观应等
。

王韬 ( 18 28 一 1 897 )由于有着旅居西方国家的经历
,

又潜心研究西学
,

70 年代起
,

就对 中国

封建社会长期奉行 的
“

重农抑商
”

政策
,

进行批判
。

他指出
: “

西 国之于商民
,

皆官为之调剂翼

助
,

故其利溥而用无不足 ;我皆听商民之自为
,

而时且遏抑剥损之
,

故上下交失其利
” ,

惟有
“

一

反其道而行之
,

务使利权归我
” ,

才能
“
国强民富

” L
,

他进而指出
,

封建社会
“

重农
”

的实质是
“

徒

知丈 田征赋
,

催科取租
,

纵悍吏以殃民
,

为农之虎狼而已
” L

。

他还把
“

兴利
”

与传统的
“

民本
”

思

想结合
,

响亮地喊出了与民共利的口 号
,

主张
“
以商力溶利源

” ⑧
,

把
“
开掘煤铁 五金诸矿

” 、 “

制

造机器
,

兴筑铁路
,

建置大小轮船
”

的利
, “
皆云之于民

” ⑧
,

并首次提出了
“

商富即国富
” ④的命

题
。

王韬还对死抱重农抑商信条不放的顽固派进行抨击
。

他说
: “ 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也

,

上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古
,

中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三代
” , “

至今 日而欲办天下事
,

必 自欧洲始
。

以欧洲诸大国为富强之纲领
,

制作之枢纽
’ ,
。

。

只有学习西方富强之道
, “

兵力
,

商力二者并用
,

则方无意外之虞
’ ,
@

。

不仅如此
,

王韬还指责洋务派对商业的垄断
,

竭力主张
“

官办不如商办
” ,

允许
“
民间自立公 司

” , “
不使官吏得掣其肘

’ ,
⑧
,

认 为洋务派只不过是简单抄袭西法
,

只抓住 了

西法之末 (军事 )
,

未抓住西法之本 (经济 )
。

对于如何发展商业的问题
,

王韬提 出了一套较 为完整的建设和设想
。

由于时代局限
,

他和

其他早期改良主义者一样
,

未能将工与商截然分开
。

所以王韬的商业理论实际上包括了工矿
、

交通银行等发展 近代工商业的内容
。

他提出了广贸易以重货财
,

开采煤铁五金之矿
,

修筑铁

路
,

造购车船
,

设保险以广招徕
,

改招工 以杜弊病等措施
。

这些 改革构想都在后来的民族资本

主义的发展实践中得到 了实施
。

王韬还认为商富是 国富之源
,

并明确指出西方国家
“

兵力之强
” , “

全在商力之富
,

以商力裕

兵力
’ ,

④
。

中国要
“

富民强国
” ,

必先
“

富商
” , “

商富 即国富
” 。

治国要依靠富商
, “

今夫富国强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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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本
,

系于 民而已矣 ;@
,

因此要
“

恃商为国本
” 。 ⑧他还肯定了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

,

明确提

出
“

要令富民出其资
,

贫民弹其力
” 。

。

王韬所说的
“
民

”
显然 已不是传统说法 中的

“

农民
” ,

而是

新兴的
“

商民
”

以及供
“

富民
”

剥削的雇佣劳动者
。

这充分反映了刚刚兴起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愿

望和要求
。

难能可贵的是
,

王韬在 70 年代后期朝野上下
“
反外侮

”

的呼声中
,

大声疾呼
“

自握其权利
” ,

“

收西商之利
,

而复为我所有
’ ,

④
,

还提 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
。 “

治民之要
,

在乎 因民之利而导

之
,

顺民之志而通之
,

善于治民者莫如英
” ⑧
, “
唯君民共治

,

上下相通
,

民隐得以上达
,

君惠亦得

以下逮
,

都愈吁控
,

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焉
” ④

。

在龚自珍
、

魏源去世二三十年以后
,

王韬终于冲出了封建经济思想的藩篱
,

首次提 出了虽

不完整但却崭新的经济思想
,

这正是改变了的经济事实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
。

因为在王韬生

活时期的中国
,

洋务派被迫充当起了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拓者的角色
,

兴起了洋务运动
。

在官督商办的洋务企业中
,

出现了中国近代第一批私人资本投资者
。

同时在洋务企业外
,

也出

现一批私人资本经营的小企业
,

从而产生了中国早期的 民族资产阶级
。

中国早期 民族资产阶

级发展私人资本的愿望和要求
,

必然要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反映 出来
。

王韬的经济思想正是

当时 已经形成的物质条件的产物
。

自王韬揭开了批判传统的封建经济思想的序幕之后
,

薛福成
、

马建忠
、

郑观应等人接踵而

出
。

他们纷纷著书立说
,

杂陈时务
,

使得
“

重商主义
” “
重工主义

”
的思潮遍及当时士林

。

其中最

有影响
,

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郑观应
。

郑观应担任过洋行的高级买办
,

又是一个民族资本家
,

既参与洋务企业 的经营
,

又是一个

改 良派思想家
。

经营近代工商业 65 年的丰富阅历
,

使他 的经济思想成了集早期资产阶级改 良

派经济思想之大成者
。

郑观应对封建的
“

重农抑商
”

政策进行 了尖锐的批判
。

其批判的基点是
: “ 时势不同

” , “

在

古寓兵于农
,

今寓兵于商
’ ,
①

。 “

稽古之世
,

民以农为本
,

越 今之时
,

国以商为本
’ ,
@

。 “

古人所谓

商
,

… …非今所谓商 也
,

… …居今世而概念商务
,

其情势有不可同 日语者矣①
。

他的批判
,

具有

浓厚的进化史观的色彩
。

以此为基础
,

他进而主张
: “

欲制西人以 自强
,

莫如振兴商务
,

安得谓

商务为末务哉
’ ,

① ? 他还建议
“
变隆古之习

,

视商如士
” ①

,

国家要
“

富我商民
” , “

卫我商民
” 田

。

郑观应在批判封建的重农抑商政策的基础上
,

提 出了同西方诸 国开展商战的思想
: “ 习兵

战
,

不如习商战
” ④
, “

练兵将
,

制船炮
,

备有形之战
,

以治其标
,

讲求泰西士
、

农
、

工
、

商之学
,

裕无

形之战
,

以固其本
” L

。

他主张
, “

一法 日本
,

振工商以求富
,

为无形之战 ;一法泰西
,

讲武备以 图

强
,

为有形之战
,

知己知彼
,

战守无虞
,

自然国富兵强⑧
。

“

商战
”

思想
,

既是其经济思想的核心
,

也是对王韬
、

薛福成
、

马建忠等早期改 良派经济思想

的继承和发展
。

首先
,

郑观应吸取
一

r 王韬把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归纳为
“

兵力
”

和
“

商力
”

并用的说法
,

以及
“
彼所患者

,

不在我之兵力
,

而在我之商力
,

盖恐我国以商力与之争衡耳
” L的独到见解

,

提出了

用
“

兵战
”

对付其军事侵略
,

用
“

商战
”

对付其经济侵略的
“

用两手对付两手
”

思想
。

在此基础上
,

又进一步提出
“
习兵战不如习商战

” ,

强调了发展经济对于反抗侵略的基础决定作用
,

这正是对

王韬
“

恃商为国本
”

的明确 阐述
。

其次
,

郑观应进一步发挥了薛福成关于振兴商务必须发展工业的思想
,

强调了工
、

商二业

从
“

抑商
”

到
“

重商
”

观念的转变



的相辅相成
, “

有工以翼商
,

则拙者可巧
,

粗者可精
” ,

否则即是
“

徒弃 已利 以资彼用而已
” 。 。

因

此
,

在郑观应的
“

商战
”
思想中

,

对发展机械制造为主的工业实业特别重视
。

再次
,

郑观应发展了马建忠重视对外贸易的思想
,

认为发展对外贸易是进行
“

商战
”
的主要

形式
,

极力主张仿郊马建忠的
“

精求中国固有之货
,

令其畅销
” , “

仿造外洋之货
,

敌其销路
,

务必

收到
“
出口货多

,

进 口货少 。 的外 贸实绩
。

在郑观应的
“

商战
”
思想中

,

还有很多顺应时代潮流的卓越见解
。

首先
,

他针对封建专制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巨大阻碍
,

尖锐地提出了
“

政治不改良
,

实业万难

兴盛
” 。

。

为此主张
“

君 民共主
” 。

因为
, “
君主者权偏于上

,

民主者权偏于下
,

君民共主
,

权得共

丰
” .
,

这说明郑观应已经意识到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发展的能动作用
。

其次
,

他对洋务派奉行的
“

中体西用
”

提 出了尖锐批评
: “ 西从立国之本

,

体用兼备
。

育才于

书院
,

论政于议院
,

君民一体
,

上下同心
,

此其体 ;练兵
、

制器械
、

铁路
、

电线等事
,

此其用
。

中国

遗其体而效其用
,

所以事多扦格
,

难臻 富强
” ⑥

。

这 充分说明了他的经济思想已经超越了洋务

派经济思想的案臼
。

第三
,

郑观应反对政府包办商务
,

主张发展私人资本主义
。

凡是商民要求自主经营的
,

都

应允准
。

他主张
“

凡通商 口岸
,

内省腹地
,

其应兴铁路
、

轮舟
、

开矿
、

种植
、

纺织
、

制造之处
,

一体

准民间开设
,

无所禁止
,

或集股
,

或 自办
,

悉听其便
,

全以商贾之道行之
,

绝不拘以 官场体统L
。

尽管郑观应在举办工商企业的实践中
,

曾一度主张
“

官督商办
” ,

但在他的内心深处
,

推崇的仍

是
“

商贾之道
”

—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
,

对
“

官督商办
”

的
“

官场体统
”

则深恶痛绝L
。

郑观应这种在理论主张和实践操作上的巨大差距
,

与其说是郑观应 的软弱
,

不如说是郑观应在
“

官本位
”

社会中的务实和清醒
。

最后
,

郑观应还主张仿行西方的公司制来发展我国的民族经济
, “

英国颁行公司定例甚善
,

我国函宜通伤仿行
,

以杜奸商舞蔽也
” 。

。

可见郑观应 已认识到
,

发展近代工商业必须建立与

之相适应的经营体制
。

从郑观应上述言论和主张中可以看出
,

郑观应的经济思 想既有创新性
,

又有务实性
,

它不

仅标志着 中国士人 中的先进分子群体 已经从观念上完成 了从传统的
“
重农抑商

”

向近代
“

重商

主义
”
的转变

,

而且标志着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基本形成
。

龚自珍
、

魏源
、

王韬
、

郑观应
,

都是同时代进步士人中的佼佼 者
,

他们匡时救国的思想和主

张
,

都是当时思想界的最强音
。

但是
,

从龚自珍
“

宗农
”

的经济思想到郑观应的近代资产阶级经

济思想的形成
,

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艰难历程
。

究其原因
,

主要是
“
经济的事实

”

转化和形成的

艰难
,

以及传统思想观念的潜在束缚
,

因而在他们的经济思想中
,

既有顺应时代的闪光火花
,

又

有因循守旧的陈迹 旧弊
。

他们的经济思想基本构成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形成序列
,

其间的因袭和发展脉络是相

当清晰的
:
他们从

“
忧患时事

”

的爱国情感 中萌生出了刷新弊政的使命感
,

其除旧布新的改革主

张也从空疏转为实际
,

最终选择 了既同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和联系
,

又集中全力发展工商实业的

务实主张
。

从他们的思想 中
,

我们既可感受到他们忧 国忧民的爱国情感和富民强国的务实精

神
,

又可领悟到他们不懈地追求和选择的胆略与智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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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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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
邮政编码
: 55 (众〕3 )

〔责任编辑 : 明秀丽〕

(下转第 47 页 )

《贵州社会科学》一九九九年第六期 (总第一六二期 )



相互作用
,

构成了一个动态的有机系统
。

(本文为 1999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《人的活动研究》的部分内容 )

(作者
:
龚振黔

,

贵州财经学院副教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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